
2019年8月9日 星期五 第五版 《法律文化周刊》第452期 理论文化部主办
▶

文 化 启 思 □ 张田田

“事出有因”未必“情有可原”
西方学者李约瑟曾指出，相比

诸如高度抽象的罗马法等令欧洲人
倍感优越的法律与法理，中国的法
学 传 统 虽 然 同 样 极 其 广 博 而 精 湛 ，
但其基本原则与思维方式却与其迥
然有别：“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有一种
反对法典化的倾向；审理案件坚持就
事论事，强调妥协与和谐”。（[英]李约
瑟：《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
劳 陇 译 ，生 活·读 书·新 知 三 联 书 店
1987 年版，第 13—14 页）笔者曾从定
例、办案两方面分析“事出有因”在清
代法制中的基本表现（张田田：《清代
法制中的“事出有因”》，载《人民法院
报》2019 年 1 月 18 日），此次基于比较
的视野，将“事出有因”的法律表现置
于情理法语境中去把握，并结合中国
古代“矜恤”理念的发展脉络及其实
践运作，再作探讨。

古人听讼断狱重视“原情”，有其
时代背景与嬗变过程，中国近代历史
学家吕思勉先生在《读史札记》中专
门讨论过“断狱重情”的根源、条
件及后世演变：“刑罚之所诛，乃意
而非事……此《春秋》听狱之所以重
志也”，听讼“古者以其情，后世则徒
以其事而已矣”，“深推其犯罪之由，
而 洞 烛 其 不 得 已 之 故 ，所 谓 得 其 情
也。得其情，哀矜之心必有惕然不能
自已者矣，刑罚安得不中？然此惟国
小民寡而俗朴之世为能”。后世“风
俗日漓，民思侥幸”，“是非利害，日益
错杂而难明”，“重情”与“诛意”逐渐

让位于“兼问其意”乃至“诛事”而“恃
法”。（《吕思勉全集》九《读史札记（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24—326
页）阎步克先生概括为：用“礼”则重“情”
重“德”，用“法”则重“刑”重“事”。（阎步
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5 年第三版，第 78 页）但整体上，
传统中国的矜恤理念与“就事论事”的司
法表现，绵延不绝。“情理与法有着特殊
的联系，而中国人似乎也有一种理解法
律必得扯上情理的特殊情愫”。（霍存福：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
寻——情理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
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 年第 3 期）霍
教授在文中追溯了儒家“原情”精神统摄
下司法中有“情有可原”之类词汇的出
现，并注意到“情理法”的近代“分裂”即

“新时代的‘情理’，理所当然地剔除了伦
常的内容，只包含了客观事理与人之常
情”。黄源盛教授则通过梳理清末民国
刑律修订指出，“矜恤”亦是近代中国刑
律变革的一条线索，“晚清以来，绍承传
统中国法制中的‘可矜可悯’理念，又与
欧西的近代法思潮相衔接”(黄源盛：“从
可矜可悯到酌减——民初大理院裁判中
的原情定罪”，《高大法学论丛》第 14 卷
第 1 期，2018 年 9 月)。以上观点启示我
们，“情理法”兼备的综合价值判断从古
至今皆是可贵的，但具体内容、判断标
准，则并非停滞不前，贵在与时俱进。

仍结合清代刑案辨析“事出有因”
情形的复杂性。首先，以“疑贼有因”
类案件的审理为例，清代裁判者遵循着

一定规律，从中可见，在所谓“有因”
何以影响刑责方面，古今思路未必一
致。如 《刑案汇览》 卷四十七载嘉庆二
十五年“怀疑唆控尚未拘讯致酿人命”
案，案情为：秦得怀疑周继成药死池
鱼，嘱令周泳康告发周继成，周继成之
母 因 而 自 尽 。 判 决 为 ：“ 因 其 事 出 有
因，将秦得照诬告平人致死绞罪上量减
一等，拟流”。所谓“事”，直接对应着
秦 得 命 人 控 告 周 继 成 之 举 动 ， 所 谓

“因”，即秦得对周继成的怀疑。无独有
偶，《沈家本辑刑案汇览三编》 所收一
则咸丰元年发生在山东省的“诬告平人
致令自尽事出有因”案：于某的族人将
李某的堂兄殴打致死，于某曾路过现
场，被李某怀疑是“在场帮殴”，李某
因 而 “ 砌 词 具 控 ”， 于 某 因 气 愤 而 自
尽。刑部司员便根据此前秦得案“减死
拟流”的判决，认为此案李某“怀疑具
控，事出有因，自应比例酌减问拟……
稽之成案，亦复相符，似可照覆”，即
李某同样被流放。此类诬告案件中“事
出有因”之“因”（诬告的动机如起疑
心、迁怒等） 与“事”（诬告之举与危
害后果），远较现今刑法中危害社会之
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更为宽泛，虽
清代各级官员均如此裁判、认为有理有
据，但以现今学理视角观之，先后发生
的一系列事实在法律意义上的联系甚为
薄弱，判决不无牵强。

其次，《大清律例》中明确规定了部
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减刑条件；
判决说理时，则依据律例，斟酌情法，灵

活把握。但由于文字笼统、案情多变，一
些办案人员不免误会法意，判断有误。
如《刑案汇览》卷四十七载嘉庆三十年的

“叠次诬告灭母重情未便轻减”案，两江
总督汇报案情为：嵇层云“告施鉴远衿监
充牙，系属得实”，“告张荣魁贱役朦捐及
灭母改贱两款为重”，查无实据，系属诬
告。在量刑上，江督认为，如嵇层云故意

“挟嫌架诬，应照诬告人死罪未决拟流加
徒”，但嵇层云供称其告张荣魁“灭母改
贱”是出于误会，并非凭空捏造，因其“尚
属情出有因”，拟定“量减一等，拟杖一
百，总徒四年”。刑部复核时予以驳案，
主要理由是：嵇层云的罪行，在心术、手
段与影响上都极为恶劣：因争房屋之“微
嫌”便以“蔑伦”罪名诬告张荣魁，“使人
负十恶不赦之名，立心最为狡险”；“况讦
讼七年之久，旋结旋翻，罗织多人，挟制
官长，更属刁健”。刑部援引嘉庆十三年
上谕“嗣后架词诬告，或诬轻为重，轻实
重虚者，均照本律加等治罪，不得托词开
脱”，“将嵇层云改依诬告人死罪未决本
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
也就是说，即便该犯“控出有因，亦不得
量为末减”。

从传统中国“原情”“原心”的思路出
发，“情有可原”之犯，应非穷凶极恶、怙
恶不悛之辈。犯法之人，如主客观上“可
生可宽”，执法者必当重视。如清代循吏
刘衡在《庸吏庸言》所言，“擅摘瓜果，律
有专条，不得谓之为贼，此乡邻习见之
事，情既可原，所当加以矜恤者”。又如
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二所言：“凡拟人

之罪最贵原情……如强盗行劫不分得
财与未得财皆斩，亦律之无可议矣。
然有贫难小民为饥寒所迫，无知乡愚
为匪类所引，计所得之赃，衣不过数
件，银不过数两，而遽令骈颈就戮，不
亦惨乎！”“律例之设似乎至严，及观其
据事原情，甚存宽恤”，因此“问拟重
案，当思此案何处有可轻之情，所犯
何人有可生之路、有可宽之罪、于律
例有何条可引恰与之相合。求全案之
可轻而不可得，则于所犯之人而求
之。于所犯之人求其可生可宽，而又
不得则于律例中求其可相援引者而委
曲以合之。总之念念以生人宽人为
要”（《福惠全书》 卷十八）。但矜恤
和宽宏并非无条件的，“生人宽人”
的 基 础 ， 仍 在 查 明 事 实 ，“ 据 事 原
情”，否则便容易姑息养奸。如上述
嘉庆三十年嵇层云诬告案，地方官吏
未能综合权衡犯人恶性，仅据“嵇层
云供称，伊并不知张荣魁之父继娶嵇
姚氏系属再醮，因张荣魁捐封册结不
载姚氏，迨后换结添载生母，又见饬查
文内有庶出之子谓其母曰生母字样，
是以砌告”这一片面之词，便意欲开脱
该犯妄控张荣魁“灭母改贱……如果
得实，张荣魁应比照毁骂父母律拟
绞”之重罪。正如前揭嘉庆十三年
上谕所言，“定律诬告人罪者照所诬
加等治罪，立法之意原以刁健之徒
诬 陷 良 善 ， 致 使 无 辜 被 累 贻 害 身
家，是以审明后将诬告之人加等问
拟，息讼端即以安民业也”，问题出

在承审官吏“未能平情确讯，因为
调停迁就之计，不惟不加等问拟，
且曲为开脱……以致刁恶衿棍视为
得计，讹诈平民，挟制官长，讼狱
日繁，大率由此”。(《嘉庆朝实
录》 卷一百九十一)

诬告人死罪者，“控出有因”
但不可减刑，说明办理案件既要辨
其“因”之有无 （如 《刑案汇览》
卷十九载“事不干己藉端吓诈自尽
二命”中刑部官员辨析立法之意：

“事出有因，系指其事与该犯本有
干涉因而藉端讹诈者而言，若其事
与该犯本无干涉、乘机讹诈，即属
平空，自不得谓之事出有因”），
又要通盘考量所谓“有因”的事
实，是否影响刑罚之轻重。罪责深
重 者 如 嵇 层 云 ， 部 分 “ 事 出 有
因”，整体亦难“情有可原”。

“ 国 有 常 刑 ， 原 不 容 意 为 疏
纵。其或罪在可疑、情有可原，介
乎可轻可重之间……此非反复诚求
之不可推此诚求之一心，必有一段
生 气 到 笔 端 上 来 ”（清 代 张 经 田

《励治撮要》“求生”条）。据清代
法制来观察“事出有因”与“情有
可原”相关规定的共性，即均反映
出追求个案允当和实体正义的理
想；但现实中，因其本身含义的暧
昧不明与案件事实、价值判断的复
杂多变，公平正义理想的实现始终
面临着挑战。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法
学院）

——基于清代刑部驳案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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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锡五与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
□ 薛永毅

如果从 1943年 3月兼任陕甘宁边区
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算起，马锡五的
司法职业生涯长达十九年之久。期间，
他还曾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1949
年 2 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改称为边
区人民法院。1949 年 5 月西安解放后，
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进驻西安。新中国
成立后，马锡五先是担任最高人民法院
西北分院院长，1954 年 9 月，他当选为
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被任命为最高
人民法院副院长并一直担任此职，直到
1962年逝世。

然而，目前学界对马锡五的研究，
基本都是围绕延安时期的“马锡五审判
方式”展开的。近年来，始有学者陆续
转向对马锡五司法生涯的整体梳理及其
法治思想的追寻。但是，对新中国成立
初期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这
一时期的司法实践，仍然鲜有关注。笔
者试利用已有研究成果及相关文献档
案，谈谈马锡五在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
院的司法实践，以期深化大家对马锡五
法治人生的认识。

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
到大行政区分院

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后，遂依托当时
的“大行政区”着手建立各大行政区的
分院。1950 年 1 月 19 日，西北军政委
员会成立，统一领导陕西、甘肃、宁
夏、青海、新疆五省、自治区人民政府
的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随之撤销。同
年 2 月，经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原
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改为最高人民法院
西北分院。同年 4 月，马锡五被任命为
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

按 照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院 长 沈 钧 儒
1950 年所作的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的职能定位和职
权范围，“各分院是各该地区的终审机
关，并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对管辖的各级
人 民 法 院 ， 实 施 监 督 领 导 的 责 任 。”
1950 年 5 月 3 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
部 联 合 发 布 《关 于 审 级 诸 问 题 的 批
复》，再次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分院“为
终审机关”。同时，该 《批复》 规定了
法 院 的 领 导 问 题 ，“ 目 前 应 是 双 重 领
导”，即除了受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外，
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同时还要受西北
军政委员会的领导。同年 7月 20日，西
北军政委员会批准试行的 《西北各级人
民法院审级管辖与刑事案件复核暂行办

法》，就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案件管
辖范围、死刑复核等职权进行规定。其
中，关于案件管辖范围，《暂行办法》
第九条规定，“一、不服省 （直辖市）
人民法院所为第一审的裁判，提起上诉
或抗告的民、刑案件；二、不服第二审
裁判，经准许提起上诉或抗告的第三审
民、刑案件；三、西北军政委员会或最
高人民法院交办应行受理的民、刑案
件；四、人民越级控诉应行受理的案
件 ； 五 、 提 审 下 级 法 院 的 民 、 刑 案
件。”此外，作为独立一级法院，最高
人民法院西北分院还有权通过批复的形
式，就具体的司法适用问题进行解释。
例如，1952 年 4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
院西北分院就政务院公布的 《关于处理
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
规定》 中缓刑适用问题，向陕西省人民
法院作出批复；再如，1953 年 5 月 20
日，就“减刑问题”又向西安市人民法
院作出批复。

由此看来，在组织领导上，最高人
民法院西北分院实行“双重领导制”，
其同时受最高人民法院和西北军政委员
会的领导。在职权上，除了审判民、刑
案件、核准死刑，有终审权外，还有进
行司法解释的权力。1954 年 9 月，随着
人民法院组织法的颁布，最高人民法院
西北分院同西南、中南分院等其他大区
分院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人民法院组
织体系。

“镇反”中既坚决贯彻中
央政策，又恪守法治原则

1950 年，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在
全国推开，“镇反”成为司法战线上压
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作为最高人民法院
西北分院院长的马锡五，在坚决贯彻中
央关于“镇反”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的同
时，严格执行刑事司法政策，并结合西
北的实际采取谨慎的做法，防止了司法
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偏差。

在“镇反”中，马锡五首先鲜明地
提出了“镇反”工作的基本方针，即

“准、狠、稳”。他在 《坚决执行惩治反
革命条例》 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打准
就是情况材料真实，准确地贯彻政策，
界限分明不能杀错”“打稳就是领导与
群众相结合，分清性质，分别轻重，分
别处理。”同时，针对中央曾一度将反
革命死刑的批准权授权给专署一级批准
的做法，马锡五在执行中强调，“但必

须搞清案情，证据确凿，罪状明显，依
据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分别其罪恶性
质与轻重，正确的论罪科刑。”他同时
还指出，“反对感想代替政策，曲解法
律，自立名词，粗枝大叶，草率从事的
错误做法，反对不重证据轻信口供或

‘逼、供、信’的不良作风，不能错办
一 个 人 ， 也 不 能 放 纵 一 个 坏 人 。” 此
外，马锡五重视在“镇反”中发动群
众，但他同时又强调，“在群众发动起
来 之 后 ， 应 时 刻 掌 握 情 况 ， 防 止 过

‘左’现象的发生，严格禁止乱打、乱
杀行为。”为了解西北各地法院贯彻执
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情况，1951 年 8 月，
马锡五来到民和县实地调查，听取县
委、县政府“镇反”工作汇报，并同民
和县人民法院同志座谈，了解“镇反”
中刑事案件的办理情况，勉励大家要吃
透中央“镇反”文件精神，深入群众，
核实案情，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
盾，正确处理好每一件案件。

应该说，在“镇反”中马锡五始终
坚持法律标准、证据标准，他要求司法
人员严格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定罪量
刑，做到不枉不纵。同时，对“镇反”
中可能出现的苗头性问题，他明确予以
提醒和警示。而从 1951年 5月起党中央
果断决定对“镇反”采取收缩谨慎的方
针来看，马锡五既坚决贯彻中央政策，
又恪守法治原则的做法实属难能可贵。

广泛、深入地开展贯彻
婚姻法运动

1950 年 5 月 1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 颁布实施后，标志着新民主主
义婚姻制度体系的建立。此后，西北各
级法院按照中央及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指
示，深入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对
此，马锡五在 《西北区婚姻法执行情况
的基本情况和目前的中心任务》 报告中
就毫不避讳地指出，“个别干部对婚姻
法认识模糊”“强迫、包办的买卖婚姻
仍很普遍”。另外，因婚姻关系造成的
刑事案件也引起特别注意，以最高人民
法院西北分院为例，自 1950 年 5 月至
1951 年 9 月，共处理因婚姻关系酿成的
刑事案件就达 135件。

根据婚姻法在西北各地的执行情
况，马锡五认为，“目前我们的基本任
务应该是动员各级干部学习婚姻法，明
确认识婚姻法的立法原则和立法精神，

才能进行广泛深入的、大张旗鼓的宣传
婚姻法，而达到家喻户晓。”在贯彻婚
姻法运动中，西北各级人民法院为了迅
速、正确地处理群众的婚姻纠纷，首先
从审判机构、程序上加强对婚姻案件的
审理。如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划定一
个 民 事 审 判 庭 ， 主 要 审 判 婚 姻 案 件 ，
省、县级人民法院则视情况相继建立了
婚姻案件审判组或由专门审判员负责。
而在婚姻案件处理程序上，重视调解但
同时强调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对
于应由法庭审理的案件，如婚姻纠纷的
严重伤害、虐杀、重婚等案件，更不能
以调解代替判决。其次，最高人民法院
西北分院还通过批复等形式，对各地在
处理婚姻纠纷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指
导。例如，针对西安市人民法院提出的

“关于人民法院如何处理重大反革命罪
犯的配偶提出离婚的问题”，1951 年 8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作出
批复，认为此系“正当要求和进步表
现”，人民法院可“判决准许离婚”。再
次，选择典型案件召开公审大会，教育
社会大众。例如，《陕西省贯彻婚姻法
实施方案》 要求，“一般以县或区为单
位，选择典型的虐杀、虐待和干涉婚姻
自由而造成严重恶果的案件……召开公
审大会，当众判决。”

此外，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发挥司
法保障作用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西北
分院还选编了 《贯彻婚姻法运动学习文
件》《歌唱婚姻法》 等宣传小册子，马
锡五亲自就宣传贯彻婚姻法通过广播作
讲演。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53 年 3 月
6 日至 8 日举办的西北婚姻、司法展览
会，展出了图画、照片、实物、模型、
蜡像以及典型婚姻案例的连环画等，广
大妇女在看到经过人民检察机关检举起
诉并经法院判刑的杀妻犯李双娃的连环
画后，深受教育。此次展览会，共有
46000余名观众来参观。

提高老干部，培养新干
部，改造旧司法干部

新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在吸收、继承
陕甘宁边区政法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由于解放战争以来全国的迅速解
放，导致本已十分短缺的司法干部问题
愈发凸显。为此，“提高老干部，培养
新干部，改造旧司法干部”就显得尤为
紧迫。

从延安到西安后，马锡五仍然十分

重视司法干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在
他看来，司法工作有专门技术，要做
好这件工作，就得有很好的专业技
能，长期的专门经验。为此，一方面
要通过经验总结实现从“感性认识上
升到理性认识”；另一方面，就是要
大力加强司法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
以至于在 1953 年召开的陕西省第二
届 司 法 会 议 上 ， 马 锡 五 仍 然 强 调 ，

“ 有 计 划 地 提 高 老 干 部 ， 培 养 新 干
部，这一个工作是完成今后司法建设
的首要工作。”据西北政法大学退休
教师李文彬回忆，随着西安的解放，
原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接收了解放前
设立的西北政法专科学校。为尽快培
养司法干部，在马锡五的领导下，以
西北政法专科学校为基础成立了陕甘
宁边区人民法院司法班，马锡五任主
任，边区法院专员朱婴任副主任。为
解决该班的经费问题，经马锡五向中
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请示，
同意将该班编入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第
五部，学员生活上的开支由革命大学
承担，一直持续到 1950 年 11 月该班
结业为止。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
会成立后，马锡五兼任政法委员会副
主任，决定筹办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
部干部训练班，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司
法部部长朱婴任主任。1952 年马锡
五与朱婴经过研究，又在西北大学开
办政法系 （司法专修科），马锡五仍
抽时间给学生作讲座。

1998 年 8 月，当时作为新干部参
加培训的吴汉文老先生在接受访谈时
介绍了培训的情况，他说道，“1953
年 10 月我参加西北五省司法干部培
训班学习，马锡五给他们讲过 7 天
课，讲陕甘宁边区法律发展的经过，
讲如何调查，如何深入群众，讲刘巧
儿的案子，还讲了‘乌鸦告状’案，
他说司法人员要胆大包天，心细如
发。”

重视审判工作经验的总结

无论是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
还是在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任职期
间，马锡五都十分重视审判工作经验
的总结。在他看来，总结审判工作经
验“是一件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

早在 1948 年 12 月，马锡五与边
区高等法院副院长乔松山共同草拟了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司法工作总结

报告》，这篇总结报告，除了介绍边
区司法组织的发展沿革以及各项司法
制度和监所工作的经验外，还针对当
时面临全国胜利的新形势，提出了一
些很有价值的建议。如建议建立检察
制度、树立法治精神、充实和培养司
法干部。1949 年 10 月的 《陕甘宁边
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进一步就陕
甘宁边区司法工作经验及边区人民法
院进驻西安后司法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进行梳理。

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
以来，除了一些总结性文章、讲话
外 ， 马 锡 五 还 先 后 在 《山 东 政 报》

（1950 年 第 12 期）、《 政 法 研 究 》
（1955 年 第 1 期） 相 继 公 开 发 表 了
《关于审判制度与群众路线问题的发
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宁
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 等理论文章。
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陕甘
宁边区的人民司法工作》 一文，是马
锡五在离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
长之前撰写的一篇关于边区人民司法
工作经验的文章。该文系统地回忆了
边区人民司法工作的发展概况、组织
制度、主要任务、法律依据、审判制
度等内容，是一篇十分难得的理论文
章。

到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后，
他又撰文 《关于当前审判工作的几个
问 题》（ 《政 法 研 究》 1956 年 第 1
期），着重就总结审判经验问题的重
要意义进行论述，表示要经常地运用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与总结自
己所做过的工作，巩固成绩，发现并
纠正缺点，吸取经验。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法学
院）


